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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想過，在班級中一起討論班費的用處、在業主委員會討論管理費的用處，其實都算
是簡單的『參與式預算』？」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郭東旺問道。是的，或許你會對「
參與式預算」這個概念感到陌生，但在生活中，其實或多或少都接觸過它的「衍生形式」，例
如討論班費、管理費的使用—哪怕只是表達同意與否。

當「雙普選」成為人們所認為的民主最高標準時，有誰曾想過，由市民決定部份公共預算支出
優先次序或用途的「參與式預算」便是一種民主參與。然而，香港從未正式實踐過「參與式預
算」，究竟遇到哪些阻礙？在參與式民主中，市民能獲得什麼？又將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參與式預算」由來已久，早在1989年，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已逐步展
開了該項實踐。市政府公開包括公共債務、人事費用、基本服務、投資等預算，供市民討論並
作出決策。自此以後，這種由公民參與分配公共預算的決策過程開始在世界各地於不同層面採
用。

亞洲地區中，台灣將「參與式預算」發揮得淋漓盡致，故成為不得不提的範例。2014年，現任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及其幕僚在參與台北市長競選時，首次提出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
他當選後隨即將其實施，甚至推廣至台北市以外地區。

各地實踐參與式預算　香港為何停留於派錢

目前，台灣的「參與式預算」類型已逐漸完善，甚至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大到市政公帑
，小到一個社區、甚至一所高校範圍的公共財政。例如2018年，國立台灣大學舉辦「NTU 

與中受益匪淺。

郭東旺認為，青年在社會中扮演着「敲響警鐘」的角色，因為相對於歷經社會磨煉、逐漸被磨
平棱角的「大人」而言，年輕人「包袱小」，更有正義感，對未來更加有期望，更「夠膽去發
夢」。這些品質令他們在面對社會不公義時，更願意去發聲。新世代的青年更傾向於直接的公
民參與，而以往的間接式參與，如投票給代議士代為其發聲，已不足夠。他又指出，隨着科技
和網絡的發展，發聲的空間擴大，成本下降，這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日益密切，也令年輕人期
待更多參與。同時，他們也希望參與的過程是雙向、公開、透明的。

郭東旺分析，香港的優勢之一就是公民社會發展相對成熟，如果「參與式預算」能夠進入到區
議會這樣的層次，可能很快便能蔓延至全港範圍。而且，以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來看
，人們可能會很快接受一些新的概念—不僅能夠理解到這件事的意義所在，還能夠找到自己在
其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他指出：「我想，在其他國家、地區可能要用很多時間去解釋概念及
原因，而在香港，這個時間會被壓縮很多。」

然而，香港也有着發展「參與式預算」的局限。郭東旺表示，很多政治事件導致了大家的「不
信任」。這不單單指青年對政府的不信任，還蔓延至對從政者，甚至是整個制度的懷疑。另一
邊廂，政府內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對年輕人、社工、NGO等的態度也趨向保守—這意味着，政
府未必可以安心放權給他們。雙方的不信任，自然會令推動「參與式預算」變得艱難。

但這樣的難題可以透過增加溝通解決。正如現下社會撕裂一般，若不同陣營的人都堅持「非敵
即友，非友即敵」，而聽不到其他的聲音，就會愈發不想溝通，陷入惡性循環。郭東旺指出，
若想打破此循環，地區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空間，因為在地區、社區探討的問題，是當區居民
的基本需求，無分陣營。所以，社區內的實踐可作為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發現，現在香港社會討論到公民政治參與，很多時候都會將焦點放在青年很激烈、激進的
思想行為。但往往會忽視，其實在一系列社會運動後，年輕人已逐漸將他們的公民參與熱情投
放在社區，但這就比較少人討論了……」郭東旺不禁為年輕人「鳴不平」。

1967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注意到青年群體，將其視為「有問題的弱勢群體」，需給予
幫助。但無論如何，此事件促成了社會對青年群體的討論，並開始逐漸針對青年，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2010年反高鐵運動，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青年發起、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歸結為
「社會流動性不足」；及至2014的佔領運動，時任特首梁振英亦以同一原因解釋運動的出現，
他在佔領運動之後更開始改善「青年的生活質素」，如提供私立大學學位津貼及本科生學額等
。這自然值得肯定，因「向上流動難」確實是香港的一大問題。然而，生活質素並非年輕人的
唯一追求，況且，港府的思維依舊和殖民地政府類似，將年輕人視為「問題」，認為應該去「
處理」，而非與其溝通、商量。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公布的「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下降
10.19%，也就是說，年輕人認為自己無力影響政府施政。

郭東旺也指出，很多時候，大家會難以區分「政治」和「政治化」。政治化指立場先行，這會
令討論空間變小，理性討論變少；而這不意味着不能認真討論、認識政治，因為政治乃眾人之
事。他也表示：「公民參與、公民意識培養都很重要，因為只有年輕人有足夠的政治參與、其
公民意識得到充分培養的時候，在參與的過程中才會有更多溝通。」

VOTING！參與式預算」活動，鼓勵學生參與預算上限為20萬元新台幣的提案，提出想在學校
舉辦或進行的活動。總體而言，台灣「參與式預算」分為四種：市政型，即透過「i-voting」
網絡投票系統，提案或投票行政主區的政務；主題型，指的是不同項目主題所牽涉對象的參與
；社區型，顧名思義是指社區範圍內的小額預算的參與；還有議員型，則指民眾提案決定地方
民意代表所獲款項的使用。

「難以相信吧，台灣在2014年才開始正式討論『參與式預算』，而內地的實踐還要再早十年！
」郭東旺指出。翻查資料才發現，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最早踐行參與式民主的城市並非已將此
做法帶入正軌的北京、上海、成都等大都市，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

2005年，河南省焦作市政府開始了六年的承諾—每年向社會承諾辦好10項民生工程。市政府
為確保「用老百姓的錢，辦好老百姓的事」，在「十件事工程」項目確定的過程中設有「民意
測評」環節，即由公眾投票選擇預算項目的範圍。範圍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衞生、勞
動就業、扶貧開發、道路交通、社會救助、環境保護、公共安全等項目，市民可透過政府門戶
網站的投票系統進行投票。浙江省溫嶺市的「參與式預算」實踐同樣始自2005年，最早是以
兩個鎮為試點。早在1999年，溫嶺市就開始實行「民主懇談」活動，即由政府確定議題，由公
眾在會上提出建議並進行協商。爾後逐漸發展為對政府年度預算方案的協商討論，並由當地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進行審議、監督。

上述形式可謂「參與式預算」的雛形，並結合政治制度加以協調。但為何台灣晚於這些城市實
施「參與式預算」，卻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呢？郭東旺指出，這得益於台灣成熟的公民意識和
強大的媒體，能夠令這個概念快速被公眾認知—這與香港倒是很相似。

然而，以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來看，香港理應比上述內地城市更早加入「參與式預算」的隊伍
，但至今幾乎未有正式的實踐。提起公共財政或公帑使用，市民們的第一反應想必便是「派錢
」。政府慣用派糖的「愚民政策」，市民也樂得接受，如此情形在這個被視為成熟的公民社會
中，多少有些諷刺。

青年本身非「問題」　缺乏參與機會才是

儘管香港未正式實施「公眾決定公帑使用」，卻常有人提起並試圖帶入民眾視野之中。2017年
，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社區營造研究計劃》活動中，屯門舊墟的嚤囉山村居民便以「
共同提案、共同投票」的形式，由六歲或以上的村民一人一票選出兩個社區空間營造方案，進
而以計劃資金落實。去年也曾有區議員試圖將「參與式預算」帶入區議會的層面—各區的區議
會籌備編寫20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時，灣仔區議會便提出在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之後組成灣仔區議會參與式預算工作小組，並邀請眾多團體進行探討。油尖旺區議會也於去年
7月份展開相關討論，由委員會主席、社區前進胡穗珊動議，以「參與式預算」方式，與市民
商討如何使用上屆區議會的3,650萬元餘款。

然而，通過動議不難，難的是實踐。如油尖旺區區議員李國權曾在區議會大會上指，之前與區
內人士商討對空置校舍的使用，單單是非正式諮詢，都需耗時大半年。此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區
議會的局限—區內人口眾多，且區議會畢竟為政府地方諮詢架構，不免也會被「條條框框」牽
絆，故難以作為首次試行地點。除此之外，由於缺乏可供參考與借鑑的成功經驗和建議，令實
踐「無從下手」。由此可見，香港並非缺乏有識之士，更非公民社會發展程度不足，而是缺了
「試一次」的機會和魄力。

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擔任總監的MWYO青年辦公室近日發表《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
務從地區開始》研究報告，並計劃在觀塘彩福邨實行「參與式預算」，居民可自由提案，並以
一戶一票的形式，決定部份的邨內開支使用。可見，在這次實踐中，青年群體或許能在地區參



「你有沒有想過，在班級中一起討論班費的用處、在業主委員會討論管理費的用處，其實都算
是簡單的『參與式預算』？」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郭東旺問道。是的，或許你會對「
參與式預算」這個概念感到陌生，但在生活中，其實或多或少都接觸過它的「衍生形式」，例
如討論班費、管理費的使用—哪怕只是表達同意與否。

當「雙普選」成為人們所認為的民主最高標準時，有誰曾想過，由市民決定部份公共預算支出
優先次序或用途的「參與式預算」便是一種民主參與。然而，香港從未正式實踐過「參與式預
算」，究竟遇到哪些阻礙？在參與式民主中，市民能獲得什麼？又將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參與式預算」由來已久，早在1989年，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已逐步展
開了該項實踐。市政府公開包括公共債務、人事費用、基本服務、投資等預算，供市民討論並
作出決策。自此以後，這種由公民參與分配公共預算的決策過程開始在世界各地於不同層面採
用。

亞洲地區中，台灣將「參與式預算」發揮得淋漓盡致，故成為不得不提的範例。2014年，現任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及其幕僚在參與台北市長競選時，首次提出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
他當選後隨即將其實施，甚至推廣至台北市以外地區。

各地實踐參與式預算　香港為何停留於派錢

目前，台灣的「參與式預算」類型已逐漸完善，甚至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大到市政公帑
，小到一個社區、甚至一所高校範圍的公共財政。例如2018年，國立台灣大學舉辦「NTU 

與中受益匪淺。

郭東旺認為，青年在社會中扮演着「敲響警鐘」的角色，因為相對於歷經社會磨煉、逐漸被磨
平棱角的「大人」而言，年輕人「包袱小」，更有正義感，對未來更加有期望，更「夠膽去發
夢」。這些品質令他們在面對社會不公義時，更願意去發聲。新世代的青年更傾向於直接的公
民參與，而以往的間接式參與，如投票給代議士代為其發聲，已不足夠。他又指出，隨着科技
和網絡的發展，發聲的空間擴大，成本下降，這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日益密切，也令年輕人期
待更多參與。同時，他們也希望參與的過程是雙向、公開、透明的。

郭東旺分析，香港的優勢之一就是公民社會發展相對成熟，如果「參與式預算」能夠進入到區
議會這樣的層次，可能很快便能蔓延至全港範圍。而且，以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來看
，人們可能會很快接受一些新的概念—不僅能夠理解到這件事的意義所在，還能夠找到自己在
其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他指出：「我想，在其他國家、地區可能要用很多時間去解釋概念及
原因，而在香港，這個時間會被壓縮很多。」

然而，香港也有着發展「參與式預算」的局限。郭東旺表示，很多政治事件導致了大家的「不
信任」。這不單單指青年對政府的不信任，還蔓延至對從政者，甚至是整個制度的懷疑。另一
邊廂，政府內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對年輕人、社工、NGO等的態度也趨向保守—這意味着，政
府未必可以安心放權給他們。雙方的不信任，自然會令推動「參與式預算」變得艱難。

但這樣的難題可以透過增加溝通解決。正如現下社會撕裂一般，若不同陣營的人都堅持「非敵
即友，非友即敵」，而聽不到其他的聲音，就會愈發不想溝通，陷入惡性循環。郭東旺指出，
若想打破此循環，地區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空間，因為在地區、社區探討的問題，是當區居民
的基本需求，無分陣營。所以，社區內的實踐可作為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發現，現在香港社會討論到公民政治參與，很多時候都會將焦點放在青年很激烈、激進的
思想行為。但往往會忽視，其實在一系列社會運動後，年輕人已逐漸將他們的公民參與熱情投
放在社區，但這就比較少人討論了……」郭東旺不禁為年輕人「鳴不平」。

1967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注意到青年群體，將其視為「有問題的弱勢群體」，需給予
幫助。但無論如何，此事件促成了社會對青年群體的討論，並開始逐漸針對青年，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2010年反高鐵運動，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青年發起、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歸結為
「社會流動性不足」；及至2014的佔領運動，時任特首梁振英亦以同一原因解釋運動的出現，
他在佔領運動之後更開始改善「青年的生活質素」，如提供私立大學學位津貼及本科生學額等
。這自然值得肯定，因「向上流動難」確實是香港的一大問題。然而，生活質素並非年輕人的
唯一追求，況且，港府的思維依舊和殖民地政府類似，將年輕人視為「問題」，認為應該去「
處理」，而非與其溝通、商量。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公布的「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下降
10.19%，也就是說，年輕人認為自己無力影響政府施政。

郭東旺也指出，很多時候，大家會難以區分「政治」和「政治化」。政治化指立場先行，這會
令討論空間變小，理性討論變少；而這不意味着不能認真討論、認識政治，因為政治乃眾人之
事。他也表示：「公民參與、公民意識培養都很重要，因為只有年輕人有足夠的政治參與、其
公民意識得到充分培養的時候，在參與的過程中才會有更多溝通。」

VOTING！參與式預算」活動，鼓勵學生參與預算上限為20萬元新台幣的提案，提出想在學校
舉辦或進行的活動。總體而言，台灣「參與式預算」分為四種：市政型，即透過「i-voting」
網絡投票系統，提案或投票行政主區的政務；主題型，指的是不同項目主題所牽涉對象的參與
；社區型，顧名思義是指社區範圍內的小額預算的參與；還有議員型，則指民眾提案決定地方
民意代表所獲款項的使用。

「難以相信吧，台灣在2014年才開始正式討論『參與式預算』，而內地的實踐還要再早十年！
」郭東旺指出。翻查資料才發現，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最早踐行參與式民主的城市並非已將此
做法帶入正軌的北京、上海、成都等大都市，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

2005年，河南省焦作市政府開始了六年的承諾—每年向社會承諾辦好10項民生工程。市政府
為確保「用老百姓的錢，辦好老百姓的事」，在「十件事工程」項目確定的過程中設有「民意
測評」環節，即由公眾投票選擇預算項目的範圍。範圍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衞生、勞
動就業、扶貧開發、道路交通、社會救助、環境保護、公共安全等項目，市民可透過政府門戶
網站的投票系統進行投票。浙江省溫嶺市的「參與式預算」實踐同樣始自2005年，最早是以
兩個鎮為試點。早在1999年，溫嶺市就開始實行「民主懇談」活動，即由政府確定議題，由公
眾在會上提出建議並進行協商。爾後逐漸發展為對政府年度預算方案的協商討論，並由當地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進行審議、監督。

上述形式可謂「參與式預算」的雛形，並結合政治制度加以協調。但為何台灣晚於這些城市實
施「參與式預算」，卻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呢？郭東旺指出，這得益於台灣成熟的公民意識和
強大的媒體，能夠令這個概念快速被公眾認知—這與香港倒是很相似。

然而，以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來看，香港理應比上述內地城市更早加入「參與式預算」的隊伍
，但至今幾乎未有正式的實踐。提起公共財政或公帑使用，市民們的第一反應想必便是「派錢
」。政府慣用派糖的「愚民政策」，市民也樂得接受，如此情形在這個被視為成熟的公民社會
中，多少有些諷刺。

青年本身非「問題」　缺乏參與機會才是

儘管香港未正式實施「公眾決定公帑使用」，卻常有人提起並試圖帶入民眾視野之中。2017年
，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社區營造研究計劃》活動中，屯門舊墟的嚤囉山村居民便以「
共同提案、共同投票」的形式，由六歲或以上的村民一人一票選出兩個社區空間營造方案，進
而以計劃資金落實。去年也曾有區議員試圖將「參與式預算」帶入區議會的層面—各區的區議
會籌備編寫20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時，灣仔區議會便提出在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之後組成灣仔區議會參與式預算工作小組，並邀請眾多團體進行探討。油尖旺區議會也於去年
7月份展開相關討論，由委員會主席、社區前進胡穗珊動議，以「參與式預算」方式，與市民
商討如何使用上屆區議會的3,650萬元餘款。

然而，通過動議不難，難的是實踐。如油尖旺區區議員李國權曾在區議會大會上指，之前與區
內人士商討對空置校舍的使用，單單是非正式諮詢，都需耗時大半年。此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區
議會的局限—區內人口眾多，且區議會畢竟為政府地方諮詢架構，不免也會被「條條框框」牽
絆，故難以作為首次試行地點。除此之外，由於缺乏可供參考與借鑑的成功經驗和建議，令實
踐「無從下手」。由此可見，香港並非缺乏有識之士，更非公民社會發展程度不足，而是缺了
「試一次」的機會和魄力。

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擔任總監的MWYO青年辦公室近日發表《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
務從地區開始》研究報告，並計劃在觀塘彩福邨實行「參與式預算」，居民可自由提案，並以
一戶一票的形式，決定部份的邨內開支使用。可見，在這次實踐中，青年群體或許能在地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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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簡單的『參與式預算』？」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郭東旺問道。是的，或許你會對「
參與式預算」這個概念感到陌生，但在生活中，其實或多或少都接觸過它的「衍生形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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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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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這樣的層次，可能很快便能蔓延至全港範圍。而且，以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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